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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背景下尽职义务严格化的规范结构与适用边界

郑晨骏
（浙江工商大学 法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要：传统尽职义务在气候变化语境中面临责任稀释与结果责任化的双重张力。 国际海洋法法庭和国际法院

的咨询意见显示，气候尽职义务趋于严格，但其性质为行为义务，核心并非保证减排结果，而是提高对国家措施的充

分性、可验证性和持续性的审查强度。 严格化应以重大、累积或不可逆气候风险的可预见性为启动条件，通过科学

依据、国内减缓措施、执行机制、环境影响评价、监测更新及合作支助构成规范结构；同时受国家能力、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气候条约主渠道和司法审查限度约束。 风险加权审查标准可避免一般合理努力标准空洞化，防止严格责任

扩张。 中国应在坚持发展中国家身份和责任边界的基础上，完善气候治理法治化，构建风险审查链条，强化可验证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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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时代面临的国际法难题，不是把国家气候义务直接改造成绝对结果责任，而是在严重且可预见的系

统性风险面前，传统尽职义务还能否停留于一般“合理努力”。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简称 ＩＰＣＣ）第六次评估综合报告，人类活动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无可置

疑地”导致全球变暖，且气候风险、损失与损害会随每一次增温而升级。①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２０２５ 年《排放

差距报告》表明，即使完全执行现有国家自主贡献目标，２１ 世纪升温仍约为 ２．３ ～ ２．５℃，按现行政策则约为

２．８℃，这说明若仅以一般政策存在或目标宣示来认定国家已尽职，气候责任极易被稀释。② 但《巴黎气候变

化协定》（简称《巴黎协定》），并未设定统一减排结果，而是以连续国家自主贡献、国内减缓措施、进展和最高

可能雄心构成动态的行为结构。③ 与此同时，国际海洋法法庭（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简
称 ＩＴＬＯＳ）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１９４ 条认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属于尽职行为义务而非结果义务；
但在温室气体排放造成海洋严重、不可逆风险的情形中，该标准又必须是严格的。④ 国际法院 ２０２５ 年咨询

意见进一步指出，行为义务与结果义务的区分并非不可渗透，国家自主贡献裁量也并非无限；国内减缓措施

虽不保证结果达成，却须以严格尽职标准审查立法、行政、执行和私人主体监管是否充分。⑤ 现有研究显示

气候“损失和损害”的制度重心并非单纯责任与赔偿，而是全面风险管理，⑥但严格尽职义务的规范结构与适

用边界仍缺乏系统说明。

一、尽职义务的基本结构：严格化的法理基础

严格尽职义务并非气候变化咨询意见凭空创设的新义务，而是尽职义务既有结构在高风险情境下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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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下文从一般国际法、国际环境法、海洋法与气候法三个层面说明，尽职义务始终是一种以风险识别、合理

监管和制度执行为核心的行为义务。 其内容并非固定不变，而会随着风险程度、科学认知、技术能力、国际标

准和国家能力而调整。 由此，后文所讨论的“严格化”并不是把国家推向结果责任，而是在既有尽职义务谱

系内部提高国家行为充分性的审查密度。
（一）从领土控制到合理监管：尽职义务的一般国际法根基

尽职义务在国际法中的形成，首先来自国家对其领土、管辖或控制范围内风险活动的管理责任。 它并不

要求国家保证损害绝不发生，而是以国家不得明知且放任其领土被用于侵害他国权利为基本命题。 在“科
孚海峡案”中，国际法院将阿尔巴尼亚未警告雷区的责任建立在若干“一般且公认的原则”之上，其中即包括

每一国家不得明知而允许其领土被用于违反他国权利行为的义务。① 由此可见，尽职义务不是简单的结果

归责规则，而是以可知性、可预见性和可采取措施为核心的行为标准。
这一行为标准在跨界环境损害领域获得了更清晰的表达。 “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确认，一国不得使用

或允许使用其领土，以烟气造成损害的方式对他国领土、财产或人员造成严重损害。② 该案的制度意义不只

是确立“不损害他国环境”原则，更是把国家义务从消极不侵害推进到对境内私人工业活动的积极管理。 国

际法委员会《预防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条款草案》第 ３ 条进一步将这一思路规范化：起源国应采取“一切适当

措施”预防重大跨界损害或尽量减少风险。 但该义务属于适当注意义务，并不保证重大损害绝对不会发

生。③ 因此，尽职义务在国家主权与国际责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主权赋予国家管理境内活动的权力，也使

国家承担识别、预防和控制可预见风险的责任。
在此基础上，尽职义务的重心逐渐从静态的“领土控制”转向动态的“合理监管”。 国家是否尽职，不再

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完全阻断损害结果，而取决于是否已经建立法律制度、行政程序、监督机制和具备执行能

力。 国际法委员会近年将“国际法中的尽职义务”列入研究范围，并把“科孚海峡案”的领土不得被用于侵害

他国权利命题视为该议题的核心，这说明尽职义务已经具有跨部门的一般国际法意义。④ 学理上，尽职义务

也常被视为应对跨国风险和问责缺口的程序化工具，其功能在于将开放性的国际义务转化为可审查的国家

行为要求。⑤ 近年研究进一步指出，尽职义务虽具有弹性和语境依赖性，但最低共识在于它是一种内容可随

风险、科学和能力变化的行为标准。⑥ 关于跨界环境损害预防的研究同样强调，勤勉尽责是行为义务，其内

容包括预防措施、风险预防方法、环境影响评价、核准、监测、通知和协商等实体与程序要求。⑦ 由此，后文所

谓“严格化”并非另造一种结果责任，而是在一般国际法谱系内部提高合理监管的审查密度。
（二）国际环境法中的制度性尽职义务

在一般国际法中，尽职义务最初表现为国家不得放任其领土或管辖范围被用于损害他国权利。 进入国

际环境法后，这一义务进一步制度化为预防、评价、监督与执行相结合的风险治理结构。 预防原则在此具有

基础意义，其并不要求国家保证环境损害绝对不发生，而是要求国家在重大跨界环境风险出现之前采取适当

措施。 正因环境损害往往具有不可逆性且事后补救难以恢复原状，国际法委员会在《预防危险活动跨界损

害条款草案》评注中明确强调，预防优于事后补救，国家应在损害发生前通过许可、监管、合作和监测机制管

理风险。⑧ 这一点表明，国际环境法中的尽职义务并非抽象的善意义务，而是以行政能力、法律制度和风险

认知为支撑的行为义务。
这种制度性结构在“纸浆厂案”中得到充分表达。 国际法院认为，防止污染和保护水生环境的义务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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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尽职义务，不仅要求国家制定适当规则和措施，还要求国家在执行这些规则时保持警惕，并通过行政控制

和活动监测监管公共和私人经营者。① 这一定义使尽职义务从“是否制定规则”的形式审查，转向“规则是否

被有效运行”的制度审查。 换言之，存在环境立法或政策目标不能证明国家已经尽职；如果缺乏许可审查、
执法机关、处罚机制、数据监测和对私人经营者的持续监督，相关环境治理体系仍可能存在不足。

环境影响评价构成尽职义务的程序性核心。 国际法院在同案中进一步指出，当拟议工业活动可能在跨

界背景下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特别是影响共享资源时，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可被视为一般国际法上的要求；评
价应在项目实施前进行，且项目开始后仍应在必要时持续监测其对环境的影响。② “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开

展的某些活动及哥斯达黎加修建道路案”延续该思路，确认国家在存在重大跨界损害风险时负有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的义务，并认定哥斯达黎加未进行评价的行为违反国际法。③ 由此，尽职义务的判断重心不再只是

结果是否发生，而是国家是否在事前识别风险、事中控制风险、事后持续监督风险。
国际环境法中的尽职义务还具有动态属性。 “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强调，新的环境规范和标

准不仅适用于新活动，也应在适当情况下影响既有活动；经济发展必须同环境保护相协调。④ 这意味着，尽
职义务并非一次性履行完毕，而是会随着科学认知、技术能力、环境标准和风险程度的变化而更新。 相关学

理也指出，预防义务的强度通常取决于风险和损害的结合，风险越严重，国家应采取的注意和控制措施越严

格。⑤ 关于跨界环境损害预防的研究同样将勤勉尽责理解为行为义务，其内容包括风险识别、预防措施、环
境影响评价、核准、监测、通知与协商等实体和程序要求。⑥ 因此，国际环境法已经为后文讨论“严格尽职义

务”提供了法理基础，即在预防、评价、监督和执行这一制度链条内部提高对国家行为充分性的审查密度。
（三）海洋法与气候法中的动态尽职标准

在国际环境法将尽职义务制度化为预防、评价、监督与执行标准之后，海洋法进一步为其提供了更具动

态性的适用场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并不只是设定国家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一般义务，还
要求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污染，开展监测，并在有合理理由相信计划活动可能造成重大海洋

污染或重大有害变化时进行潜在影响评价。⑦ 这说明，海洋法中的尽职义务并非静态地要求国家“不造成损

害”，而是要求国家持续识别风险、组织监管、控制私人或公共活动，并根据科学和技术条件调整措施。
这种动态结构首先在 ＩＴＬＯＳ 海底争端分庭 ２０１１ 年区域活动咨询意见中得到系统说明。 分庭认为，担保

国“确保”被担保的承包者遵守规则，并非要求其保证承包者在每一情形下均实现合规结果，而是要求其部

署适当手段、尽最大可能努力并尽其所能促成合规；因此，该义务属于行为义务，而非结果义务。⑧ 更重要的

是，分庭明确指出，尽职义务的内容难以固定，因为它是一个“可变概念”：随着科学或技术知识的发展，某一

时期被认为足够勤勉的措施，可能在后来变得不足；活动风险越高，尽职标准也应越严格。⑨ 这一判断为后

文讨论“严格化”提供了直接法理基础。 严格化并不是义务类型的替换，而是海洋法既有动态标准在高风险

情境下的自然展开。
２０１５ 年次区域渔业委员会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鱼咨询意见把这种逻辑扩展到船旗国监管义务。

ＩＴＬＯＳ 认为，船旗国防止悬挂其旗帜的船舶在第三国专属经济区从事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义务，同样

是行为义务和尽职义务，而不是保证所有船舶均不违法的结果义务；船旗国必须通过有效行使行政、技术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Ｓｅｅ Ｐｕｌｐ Ｍｉｌ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Ｕｒｕｇｕａｙ（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ｖ． Ｕｒｕｇｕａｙ），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０， ｐａｒａ．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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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ｒｅａ（Ｃｏｓｔａ Ｒｉｃａ ｖ．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Ｒｏａｄ ｉｎ Ｃｏｓｔａ Ｒｉｃａ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ｎ Ｊｕａｎ Ｒｉｖｅｒ（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ｖ． Ｃｏｓｔａ Ｒｉｃａ），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５， ｐａｒａ．１０４， １５３， １６１．
Ｓｅｅ Ｇａｂ íｋｏｖｏ⁃Ｎａｇｙｍａｒｏ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ｕｎｇａｒｙ ／ Ｓｌｏｖａｋｉａ），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９７， ｐａｒａ．１４０⁃１４１．
Ｓｅｅ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ｄｅ Ｓａｄｅｌｅ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Ｔｗｏ Ｈｅａ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ｉｎ ？ ， ｉｎ Ｍａｌｇｏｓｉａ Ｆｉｔｚｍａｕ⁃

ｒｉｃｅ， Ｄａｖｉｄ Ｍ． Ｏｎｇ ＆ Ｐａｎｏｓ Ｍｅｒｋｏｕｒｉｓ ｅｄ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２０１０， ｐ．１９６⁃１９７．
参见王金鹏：《跨界环境损害预防中的国家勤勉尽责义务刍议》，载《甘肃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１１９、１２５⁃１２８ 页。
参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１９２、１９４、２０４、２０６ 条。
Ｓｅ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ｐｏｎｓｏｒ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ＩＴＬＯＳ Ｓｅａｂｅ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１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 ｐａｒａ．１０８⁃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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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事务管辖，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遵守沿海国根据公约制定的养护规则。① 这一发展表明，海洋法中的

尽职义务尤其适合处理私人主体活动造成的风险。 国家不能以违法行为由企业、船舶或承包者实施为由完

全摆脱责任，也不会因私人主体行为违法当然承担结果责任；其责任关键在于是否建立并执行了足够有效的

监管体系。
气候法中的尽职义务则通过另一种方式体现动态性。 《巴黎协定》第 ４ 条第 ２ 款要求各缔约方编制、通

报并保持连续的国家自主贡献，并采取国内减缓措施以实现这些贡献的目标；第 ４ 条第 ３ 款要求连续国家自

主贡献体现进展并反映最高可能雄心；第 ４ 条第 ９ 款又要求各方每五年通报一次国家自主贡献，并从全球盘

点结果中获取信息。 学理上，国际气候变化法中行为义务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为尽职义务发挥作用提供更大

空间，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善意和国家能力等因素会影响尽职标准的具体内容。②

国际法院 ２０２５ 年气候变化咨询意见进一步确认了这一趋势。 国际法院认为，国家自主贡献的内容并非

完全由各国自由裁量；其后续贡献必须体现进展和最高可能雄心，并与《巴黎协定》１．５℃目标相联系。 同时，
国内减缓措施义务属于行为义务，国家应以尽职方式采取适当措施，包括建立国内制度、立法、行政程序、执
行机制，并对私人主体相关活动进行监管。③ 由此，海洋法与气候法虽然制度路径不同，却共同揭示出尽职

义务的动态本质：其强度会随风险严重性、科学知识、技术能力、国际规则和国家能力而变化。 关于气候变化

立法的研究也注意到，气候变化法律具有复杂性、综合性、系统性和动态性，既需要直接气候立法，也需要能

源、环境、经济、农业和民商法等相关制度协同。④ 因此，严格尽职义务的法理基础并非由气候变化咨询意见

孤立创造，而是来自海洋法和气候法中已经形成的动态行为标准。 后文所要讨论的“严格化”，正是这一动

态标准在重大、累积和不可逆气候风险面前的进一步强化。

二、气候变化对传统尽职义务的规范压力

气候损害具有累积性、全球性、长期性和不可逆性，若仍以一般合理努力标准评价国家行为，国家可能经

由已有政策、目标承诺、复杂因果或国际合作不足证明自己已经尽责。 但气候风险又不能简单等同于污染问

题，否则会脱离《巴黎协定》的差异化安排。 由此，问题并非是否放弃行为义务，而是如何在行为义务内部构

造更高、更具体、更可验证的审查标准。
（一）一般合理努力标准可能导致气候责任稀释

在传统跨界损害场景中，尽职义务通常围绕相对明确的危险活动、损害路径和受影响国家展开，国家是

否已经采取合理监管措施，较容易通过许可、监督、风险评估和执法活动加以判断。 气候变化则改变了这一

前提。 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并非单一事故，而是能源生产、工业活动、交通运输、土地利用、消费模式和公共政

策长期叠加的结果；其损害也并非仅表现为某一地点、某一时点的环境侵害，而是扩散为全球升温、极端天

气、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生态系统退化和人类健康风险。 ＩＰＣＣ 第六次评估综合报告明确指出，人类活动

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已经“无可置疑”地导致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已经对自然和人类造成广泛不利影响，且
相关风险、损失和损害会随着每一次升温增量而加剧。⑤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仍以一般意义上的“合理努力”
评价国家行为，尽职义务的弹性就可能从风险治理工具转化为责任稀释机制。

这种稀释首先表现为以形式合规替代实质审查。 《巴黎协定》以国家自主贡献为核心，要求各方编制、
通报并保持连续的国家自主贡献，同时采取国内减缓措施以实现其目标，并在后续贡献中体现进展和最高可

能雄心。 这一制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为它保留了不同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和能力选择减排路径的空间。
然而，如果尽职义务的审查仅限于国家是否提交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是否宣布长期目标、是否参加气候谈判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ｅｅ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ｎ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ＴＬＯ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２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 ｐａｒａ．１２７⁃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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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余耀军：《“双碳”目标下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双阶体系构造》，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第 ８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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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否制定原则性政策，那么国家便可能以“已有计划”“正在努力”“目标逐步推进”为由证明其已经尽职。
气候变化法中行为义务的增加确实为尽职义务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但这种路径同时存在风险，若缺乏更具

体的判断因素，尽职义务可能难以真正承载气候制度的雄心水平。①

现实中的排放差距进一步说明，一般努力并不必然等于充分履行。 第一次全球盘点结果已经承认，尽管

各方在减缓、适应和支持方面取得进展，但整体上仍未走上实现《巴黎协定》目的和长期目标的轨道，全球温

室气体排放路径也尚未与温控目标相一致。② 这意味着，仅以是否存在目标、计划和一般措施来判断国家是

否已尽职履行，可能会掩盖国家行动与科学减排路径之间的差距。
气候变化还使责任稀释具有更强的结构性。 由于排放来源高度分散，国家常可援引因果关系复杂、全球

共同造成、私人主体排放、发展阶段差异和国际合作不足等理由，降低对本国行为充分性的审查密度。 关于

损失和损害的研究已经指出，气候变化损失和损害的范围开放、类型多样，且其治理重心并不完全在于责任

和赔偿，而在于全面风险管理。③ 也有研究认为，既有国际不法行为责任和不加禁止行为责任都难以直接适

用于全球气候治理，这说明气候责任不能简单照搬传统结果归责模式。④ 但是，如果因为责任归属复杂就退

回宽松的一般努力标准，同样会使气候义务失去实质约束力。 国际法院 ２０２５ 年气候变化咨询意见正是在这

一点上作出关键回应：各种导致人为气候变化的行为具有扩散性和多面性，并不妨碍适用防止重大环境损害

义务；国家仍应以尽职标准履行该义务，且由于气候变化威胁的严重性，相关尽职标准可以是严格的。⑤ 因

此，气候变化对尽职义务提出的规范压力，并不是要求放弃行为义务结构，而是要求防止“合理努力”被形式

化，进而在行为义务内部提高国家行动充分性的审查密度。
（二）气候风险的法律定性复杂

气候风险的法律定性具有复合性。 它不同于具有相对明确的排放源、传播路径和受害地点的传统跨界

污染，而是同时涉及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气候系统稳定、海洋生态保护、人权保障及损失与损害。 国际法院

２０２５ 年气候变化咨询意见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巴黎协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习惯国

际法中的防止重大环境损害义务、合作义务及人权法均列为相关法律，正说明气候风险不能由单一法律部门

完全吸收。⑥ 但是，多法域交叉并不改变气候风险的法律属性。 中国在国际法院书面意见中强调，国际气候

变化法是专门调整温室气体排放及其不利影响的法律体系，应发挥基础和主导作用，其他国际法部门可在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相协调的范围内发挥补充功能。⑦ 这意味着，严格尽职义务可以吸收其他

部门法中的风险预防因素，但不能脱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的制度结构。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气候风险不宜被简单“污染化”。 ＩＴＬＯＳ２０２４ 年咨询意见认为，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通

过二氧化碳和热量进入海洋环境，能够构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意义上的海洋环境污染。⑨ 但中国明确指

出，将人为温室气体排放认定为海洋环境污染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也缺乏一般国家实践支持；《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并未规定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也从未将其作为污染处理。􀃊􀁉􀁒 本文

不把该污染定性作为当然前提，而将其理解为一种海洋法路径，并与国际法院的气候法路径相互参照。
同样，气候风险也不宜被“结果化”或“责任绝对化”。 《巴黎协定》第 ８ 条将损失和损害置于预警、应急

准备、缓慢发生事件、综合风险评估与管理等合作框架之中，显示其重心并非赔偿与归责，而是风险治理。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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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期 郑晨骏：气候变化背景下尽职义务严格化的规范结构与适用边界 ７５　　　

黎第二十一次缔约方会议决定还明确指出，《巴黎协定》第 ８ 条“不涉及也不提供任何责任或赔偿基础”。①

气候损害中的因果证明包含事件归因、特定损害归因和排放行为归因等层次，具有多因一果和主体分散特

征。② 由此，复杂定性并不削弱尽职义务，反而说明有必要在行为义务内部构造更严格、更可验证的风险加

权审查标准。
（三）在行为义务内部构造更高审查标准

气候变化使传统尽职义务处于两难之中。 若仍停留于一般合理努力标准，国家可能以目标宣示、政策存

在或国际合作参与来证明其已经尽职；若直接走向结果义务或严格责任，又会忽视气候变化的累积性、多主

体性和因果复杂性。 本文的问题意识即在于寻找二者之间的中间路径：既不削弱气候义务的规范约束，也不

破坏尽职义务作为行为义务的基本结构。
这一中间路径的制度基础，首先来自《巴黎协定》的动态结构。 《巴黎协定》并未将所有国家置于相同减

排结果之下，而是通过国家自主贡献、后续贡献体现进展和最高可能雄心、国内减缓措施、透明度框架与全球

盘点，形成一种持续更新的行为审查机制。 因此，行为义务并不当然意味着弱义务。 研究显示，气候法中的

行为义务并非单纯政治妥协，而是能够为持续审查国家合规提供更稳固的基础。③ 而且气候法中的尽职义

务需要由善意、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自能力、科学知识和制度背景共同填充。④

由此，本文所谓“更高审查标准”，并不是评价国家是否单独保证全球升温停止、海平面不再上升或极端

天气不再发生，而是评价国家是否已经在可预见、严重、累积和不可逆风险面前，采取与最佳可得科学、国际

规则、国家能力和风险贡献相匹配的措施。 国际法院气候变化咨询意见正是在这一层面推进了尽职义务：法
院认为，《巴黎协定》下国内减缓措施义务应以尽职标准评价，且由于气候变化风险的严重性，相关标准具有

严格性；同时，国家能力、科学知识、风险紧迫性和私人主体活动均会影响具体判断。⑤ ＩＴＬＯＳ 咨询意见也采

取相同方向，即在确认相关义务仍属行为义务的同时，强调国家必须通过适当规则、行政控制、私人主体监管

和执行机制履行严格尽职义务。⑥

因此，严格化不是转换义务性质，而是提高审查密度。 它要求审查国家是否“真正作为”：政策是否具

体，目标是否与科学路径相容，国内措施是否可执行，私人排放主体是否受到监管，风险评价和监测是否持续

更新，国际合作是否与能力相称。 可见气候风险治理不能完全归入传统责任和赔偿框架，其应转向全面风险

管理。 这为后文提出“风险加权审查标准”奠定基础，即以风险为起点，以科学为依据，以能力为边界，以持

续监管和合作为路径，从而在普通合理努力与绝对结果责任之间构造一种更高规范强度的行为义务。

三、国际司法机构的新努力：气候尽职义务严格化的认定趋势

在气候变化进入国际司法议程之后，ＩＴＬＯＳ 与国际法院通过咨询意见重新解释国家气候义务的内容。
虽然 ＩＴＬＯＳ 与国际法院分别采取海洋法路径和气候法、一般国际法综合路径，但都显示出一种认定趋势：气
候变化义务并未被简单改造为结果义务或严格责任，而是在行为义务内部被赋予更高审查强度。 由此，严格

尽职义务不再只是抽象法理概念，而开始表现为国际性法庭评价国家气候行动是否充分的法律方法。
（一）气候风险进入国际司法审查

前文说明，气候风险不宜被一般合理努力标准稀释，也不宜被简单“污染化”或“结果化”。 本节由此需

要解释，两项气候变化咨询意见如何在不同法律适用路径中共同引出严格尽职义务。 ＩＴＬＯＳ 的路径具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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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海洋法特征：小岛屿国家气候变化与国际法委员会所提问题，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的用

语组织，请法庭说明缔约国在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造成或可能造成的有害影响方面，防止、减少和控制海洋

环境污染及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具体义务。① 法庭据此将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海洋环境影响纳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的解释框架，并围绕第 １９２ 条、第 １９４ 条、第 ２０４ 条和第 ２０６ 条展开义务分

析。② 这一路径的重要性不在于把污染定性作为当然前提，而在于表明气候风险已经进入海洋环境保护义

务的审查场域。
国际法院的路径则更具综合性。 它首先确定最直接相关的适用法，包括《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

定书》、《巴黎协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其他环境条约、习惯国际法上的防止重大环境损害义务、合作义

务和国际人权法；同时明确，气候变化条约虽是主要法律框架，但并不一般排除其他国际法规则。③ 在海洋

法部分，国际法院承认其咨询问题与 ＩＴＬＯＳ 相比更为宽泛，并表示在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应赋予

ＩＴＬＯＳ 的解释重要分量，以维护国际法的一致性和法律确定性。④ 由此，两项意见不是相互替代，而是形成海

洋法路径与气候法路径的并行适用。
这种并行适用必须受到体系协调的限制。 中国书面意见明确指出，国际气候变化法是专门调整温室气

体排放控制、适应和支持义务的制度，应发挥基础和主导作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可在与《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体系相容的范围内，就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的不利影响发挥补充作用。⑤ 同时，中国对将人为温室气

体排放识别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意义上的海洋环境污染持明确保留态度，认为这种定性缺乏事实和法律

基础，也缺乏普遍国家实践。⑥ 因此，本文不以“排放等同于污染”为论证前提，而是将 ＩＴＬＯＳ 采取的海洋法

路径作为争议性路径加以分析。
综合而言，严格尽职义务的形成，并不取决于某一种法律定性的胜出，而取决于不同法律部门如何在不

相互排斥的情况下共同提高国家行为的审查密度。 相关研究指出，国际法院对多重法律渊源采取协调解释，
使尽职义务成为气候法、一般环境法、海洋法和人权法之间的连接标准。⑦ 国际性法庭正在通过不同部门法

之间的体系协调，将气候风险纳入可裁判、可审查、可评价的法律框架。 正是在这一趋势中，严格尽职义务获

得了进一步展开的空间。
（二）严格尽职义务的共同确认

在气候风险进入国际司法审查之后，关键问题在于国际性法庭究竟是在要求国家保证气候损害不发生，
还是在审查国家是否采取了足够充分的行为措施。 ＩＴＬＯＳ 与国际法院两项气候变化咨询意见虽然采取不同

法律适用路径，但在义务性质上呈现重要的共同点：二者都没有将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国家义务简单改造为结

果义务，而是保留了尽职义务作为行为义务的基本结构。 ＩＴＬＯＳ 在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１９４ 条第 １
款时明确指出，该条要求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其目标是防止、减少和控制海洋污染，但国家并不负有

在任何时候保证该结果必然实现的义务；国家是否合规，取决于其是否部署适当手段、尽最大可能努力并采

取必要措施。⑧ 这一判断延续了海底争端分庭关于尽职义务的传统理解，即“确保”并不当然意味着保证结

果，而是要求国家以充分谨慎和有效监管促成合规。 由此，ＩＴＬＯＳ 并未把气候风险转化为自动归责机制，而
是将审查重心放在国家行为本身。 这一点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１９４ 条第 ２ 款的解释中同样清楚。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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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文字上要求国家确保其管辖或控制下活动不因污染损害他国及其环境，也不使污染扩散至其管辖范围之

外，似乎更容易被理解为结果义务。 但 ＩＴＬＯＳ 仍将其界定为尽职义务，并进一步说明，尽职义务并非较弱义

务；相反，其内容应根据风险、科学、相关国际规则和具体情境客观确定，在许多情况下可以相当严格。① 因

此，“采取必要措施”所体现的义务性质并不是“损害结果仍然存在即违法”，而是国家必须建立国内制度、行
政程序、执行机制和私人主体监管体系，并使这些制度有效运转。

国际法院对《巴黎协定》的分析更细致地展示了行为义务与结果义务的组合结构。 《巴黎协定》第 ４ 条

第 ２ 款第一句规定，各缔约方应编制、通报并保持其计划实现的连续国家自主贡献；第二句规定，各缔约方应

采取国内减缓措施，以实现这种贡献的目标。 第 ４ 条第 ３ 款又要求后续国家自主贡献比现有贡献有所进步，
并反映最高可能雄心，同时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 国际法院据此区分了两类义务。 编制、通
报和保持国家自主贡献属于程序性结果义务，国家未能提交、登记、核算或维持国家自主贡献即可构成违反；
但国家自主贡献的内容并非完全自由裁量，其仍须符合进展性、最高可能雄心及《巴黎协定》第 ２ 条目标。②

更关键的是，国际法院将“采取国内减缓措施”明确界定为实体性行为义务，而非保证国家自主贡献必然实

现的结果义务。 法院认为，各国并不被要求保证其通报的国家自主贡献最终完全实现，但必须以尽职方式采

取必要措施，包括建立国家制度、法律规范、行政程序和执行机制，并对私人行为者相关活动实施适当监

管。③ 这与 ＩＴＬＯＳ 关于“必要措施”的理解形成呼应：两项意见均承认，气候变化义务的合规判断不能只看结

果是否已经完全达成，而应审查国家是否真诚、主动、持续并有效地采取了与风险相称的措施。
由此可见，两项咨询意见共同保留了行为义务结构，但同时防止行为义务被弱化为形式努力。 行为义务

并不意味着国家只需作出一般政策宣示。 气候变化法中的行为义务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其既能避免不现

实的即时结果责任，又能为持续评价国家行动是否充分提供法律标准。④ 气候法中的尽职义务需要由善意、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自能力和科学知识等因素共同填充。 关于国家自主贡献双重义务模式的研究同样

指出，《巴黎协定》围绕国家自主贡献形成了程序义务与自主决定实体义务并行的结构，这种结构既保留国

家政策空间，也要求通过通报、核算、透明度和国内实施机制增强约束。⑤ 因此，两项咨询意见的真正贡献并

非结果责任化，而是在保留行为义务属性的前提下，为后文“风险加权审查标准”的构造提供了裁判法基础。
（三）严格化标准的形成

ＩＴＬＯＳ 与国际法院两项气候变化咨询意见的共同意义，不只是确认国家负有应对气候变化的义务，而是

进一步说明为何这些义务的尽职标准应当提高。
严格化的第一项来源是气候风险本身的严重性、累积性和不可逆性。 ＩＴＬＯＳ 在说明《海洋法公约》

第 １９４ 条第 １ 款下尽职义务时，明确把科学和技术信息、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损害风险及紧迫性列为判断

因素，并重申“风险越高，尽职标准越严格”；在其看来，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对海洋环境造成的风险具有高度

可预见性和严重性，因此相关尽职标准应是严格的。⑥ 国际法院也作出类似判断，认为气候变化威胁的严重

性使各国在准备国家自主贡献时必须适用严格尽职标准，并应尽最大努力确保其国家自主贡献反映最高可

能雄心。⑦

严格化的第二项来源是最佳可得科学。 气候风险虽具有复杂性，但并非处于无法认知的状态。 ＩＰＣＣ 第

六次评估综合报告已经确认，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且气候变化造成的风险、预计不利影响及相

关损失和损害会随着每一次升温增量而上升。⑧ 因此，最佳可得科学在两项咨询意见中并非单纯背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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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判断国家行为充分性的法律参照。 ＩＴＬＯＳ 将 １．５℃温控目标和相应排放路径纳入“必要措施”的客观判

断；国际法院则进一步指出，ＩＰＣＣ 报告构成关于气候变化原因、性质和后果的综合且权威的最佳可得科学陈

述，新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也会使尽职标准更加严格。①

严格化的第三项来源是谨慎方法对科学不确定性的处理。 严格尽职义务并不要求受害方先证明每一项

气候损害与特定排放之间存在完全确定的因果链条。 相反，在存在严重或不可逆损害风险时，科学不确定性

不能成为延迟预防行动的理由。 ＩＴＬＯＳ 明确认为，谨慎方法是一般尽职义务的组成部分，国家若忽视或未充

分考虑其管辖或控制下活动所涉及的风险，即可能未履行尽职义务；国际法院也同意，在存在可靠风险迹象

时，谨慎方法有助于确定国家防止重大环境损害义务下的行为标准。② 这使严格化具有重要程序功能：国家

必须提前识别风险、评估风险、说明政策选择并持续更新措施，而不能以因果复杂或证据尚未完全确定为由

维持低强度监管。
严格化的第四项来源是气候变化中的私人主体结构。 温室气体排放并非主要由国家机关直接完成，而

是大量产生于能源、工业、交通、农业、航运、金融和消费活动之中。 国际法院明确要求，国家为履行气候变化

背景下的尽职义务，应建立国内制度，立法、行政程序，执行机制和监测机制，并监管其管辖或控制下公共和

私人经营者的行为。③ 中国学界关于气候变暖责任分配的研究也指出，个人、非国有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均

参与温室气体排放，企业和个人过量排放在相当程度上与国家监督不足有关。④ 因此，严格尽职义务不是将

私人排放行为当然归责于国家，而是要求国家证明其已通过监管、执法和数据机制有效控制私人主体风险。
最后，能力差异构成严格化的校准因素。 严格尽职义务不是无差别义务。 《巴黎协定》要求其实施反映

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国际法院进一步指出，国家能力、历史贡献、发展水平和国情均

会影响具体尽职标准，能力较强国家应承担更高要求，但能力差异不能成为不当迟延或一般免责理由。⑤ 由

此，两项咨询意见共同揭示出严格尽职义务的基本逻辑：以严重风险触发，以最佳科学和谨慎方法支撑，以私

人主体监管落实，并以国家能力差异校准。 由此，两项咨询意见并非只是分别列举若干履行因素，而是在共

同塑造一种新的认定标准，即气候尽职义务的严格化，应当根据风险严重性、科学可识别性、监管可行性和国

家能力差异加以综合判断。 这正为后文构造“风险加权审查标准”奠定基础。

四、严格化趋势的规范风险与边界控制：风险加权审查标准

国际性法庭推动气候尽职义务严格化，增强了气候义务的法律约束力，但也带来新的规范风险。 第一，
气候风险可能被简单纳入某一部门法，从而造成“污染化”、碎片化和气候条约主渠道弱化。 第二，严格尽职

义务可能被误读为结果责任或严格责任，使国家因全球气候损害存续而被当然认定违法。 第三，司法审查可

能过度评价气候政策选择，忽视能力差异、发展阶段和国家自主贡献制度。 风险加权审查标准的意义，正在

于说明如何在提高审查强度的同时控制严格化趋势可能引发的法律定性、责任扩张和司法审查风险。
（一）触发风险：气候风险泛化与严格尽职义务的启动门槛

严格化趋势引发的一项风险是触发门槛被降低，导致任何气候相关不利影响都被纳入严格尽职义务审

查。 因此，需要通过“重大、严重、累积或不可逆风险的可预见性”设定启动门槛。 严格尽职义务并非在任何

气候相关不利影响出现时自动触发，而是以风险的可预见性与严重性达到一定阈值为前提。 一般国际法上，
防止重大环境损害义务只有在存在“重大”风险时才成立；国际法院在 ２０２５ 年气候变化咨询意见中进一步

指出，这一风险判断应同时考察损害发生的概率或可预见性及其严重程度或规模，并结合具体环境背景作客

观认定。⑥ 因此，本文所谓触发条件，不是先行证明特定排放已经造成某一确定损害，而是依据最佳可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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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认定国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是否已形成足以引发强化审查的重大风险。①

在气候变化语境中，这一阈值往往表现为“严重、累积或不可逆”。 ＩＰＣＣ 第六次评估综合报告表明，每
一次升温增量都会加剧风险、损失与损害，某些未来变化则具有不可避免或不可逆特征，且突发性或不可逆

变化的可能性会随升温水平上升。② 这意味着，触发重点不在于单个项目排放是否孤立地“显著”，而在于其

是否进入能够与其他行为叠加并推动系统性风险升级的区间。 ＩＴＬＯＳ 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２０６ 条时

也强调，是否存在“合理理由相信”一项计划活动可能造成重大污染或重大有害变化，应依据事实和科学知

识作客观判断；相关影响不必已经现实发生，潜在风险及累积影响本身已足以触发评价义务。③

同时，风险达到“严重或不可逆”程度时，科学不确定性并不阻却国家启动更严密的预防与审查活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３ 条第 ３ 款早已确认，存在严重或不可逆损害威胁时，不得以缺乏充分科学

确定性为由推迟措施。 由此，重大、严重、累积或不可逆并非彼此割裂的四个标签，而是识别高风险气候情境

的不同面向：重大和严重指向风险强度，累积回应气候损害的聚合性，不可逆强调预防优于补救。④ 关于涉

碳排放司法规制的研究也指出，气候影响判断的关键，正在于识别合理且可预见的间接、累积影响。⑤ 这也

为下文将触发条件进一步展开为科学基准、国内措施与持续监测等规范要素提供了起点。
（二）结构风险：审查要素扩张与国家履行负担的不确定

严格化趋势引发的另一风险，是审查要素不断扩张，导致国家难以判断采取何种措施才足以证明已经尽

职。 应将严格尽职义务的结构限定为若干可识别、可执行、可证明的履行要素。 在前文已将严格尽职义务的

触发条件界定为重大或不可逆风险的可预见性之后，应当说明一旦阈值被触发，国家行为应按何种规范链条

接受审查。 严格化并不要求另造结果责任，而是把《巴黎协定》中减缓、支持、透明度与全球盘点规则，整理

为可核验的行为义务结构。⑥ 其规范结构包含科学基准、国内措施、执行机制、环境影响评价、监测更新与合

作支助六个要素；审查的不是国家是否保证气候稳定，而是国家是否建立并运行与风险相称的治理装置。
首先，科学基准是整个结构的起点。 ＩＴＬＯＳ 明确指出，最佳可得科学对确定“必要措施”具有关键作用，

而在科学不确定时国家仍应运用谨慎方法。⑦ 国际法院之所以将减缓措施的尽职标准理解为“严格”，正是

因为 ＩＰＣＣ 已经确认：每增加一单位升温，风险、损失与损害都会加剧。⑧ 因此，科学并不单独生成结果义务，
而是衡量目标、路径和部门措施是否足以回应现有风险的审查基准；《巴黎协定》关于最佳可得科学与全球

盘点机制的更新的规定，则为这一动态校准提供了制度入口。⑨

其次，严格尽职义务必须外化为国内措施，并由执行机制保障运行。 国际法院认为，国家为实现连续国

家自主贡献而采取国内减缓措施的义务，要求其建立由立法、行政与执行机制构成的国家体系，并覆盖私人

主体实施的排放活动。􀃊􀁉􀁒 也就是说，严格尽职义务要求直接气候立法与能源、环境、金融、规划等制度形成协

同实施链条。􀃊􀁉􀁓 在透明度安排下，国家还应报告制度安排、核算指标与进展，并接受技术审评和多边审议。􀃊􀁉􀁔

再次，环境影响评价与监测构成程序链条的中后段。 国际法院在 ２０２５ 年咨询意见中把气候相关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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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评价理解为一般环境风险评估规则在气候领域的展开，允许国家建立覆盖多类活动的风险程序，但对显著

贡献温室气体排放的活动仍应基于最佳可得科学开展专项评估。① ＩＴＬＯＳ 进一步强调，气候评价不应停留于

孤立项目效应，还可以纳入累积影响及社会经济影响；同时，监测、报告公开和信息流通具有持续性意义，因
为它们关系到国家能否根据新科学和实施效果及时更新措施。②

最后，合作与支助不是严格尽职义务之外的政治修辞，而是其能力校准机制。 气候变化具有典型的集体

行动属性，因此国家既要履行个别措施义务，也要通过金融、技术、能力建设和信息合作开展共同治理。 对发

达国家而言，这些支助义务具有条约基础，其履行程度应结合自身能力与发展中国家实际需要加以评价。③

由此，严格尽职义务的规范结构便呈现为：以科学作为基准、以国内措施承载、以执行和程序审查保证可验证

性、以监测更新维持动态性、以合作支助完成校准。
（三）边界风险：行为义务“结果化”与司法审查越界

严格化趋势引发的风险还在于行为义务在适用中被误读为结果义务，或法院以审查国家行为充分性之

名过度评价国家政策选择。 由此，为明晰“风险加权审查标准”的结构，还必须进一步划定严格尽职义务的

适用边界。
首先，严格化并不改变其基本法律属性，它仍然是行为义务，而不是结果义务，更不是气候损害一旦发生

即当然成立违法的绝对责任。 国际法院气候咨询意见中就《巴黎协定》第 ４ 条第 ２ 款第二句明确指出，国家

采取国内减缓措施的义务属于行为义务，其合规判断应集中于国家是否以尽职标准采取了必要且适当的手

段、建立并运行有效的国内制度，而非是否当然实现其国家自主贡献目标。④ 一般国际法上，尽职义务也被

理解为初级规则内部的注意义务，其违反判断并未绕开构成要件直接滑向结果归责。⑤ 因而，本文所称“严
格化”，只是将重大气候风险、最佳科学与更高警觉度嵌入行为义务的审查过程，而不是把国家带入“未达到

某一温控结果即违法”的自动化判断中。
其次，严格审查必须接受能力校准，而不能被理解为对所有国家适用单一尺度。 《巴黎协定》一方面以

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为实施原则，另一方面又坚持“国家自主贡献”与“国家自主决定”的
制度方式，这意味着所有国家都负有作为义务，但义务强度、转型速度和可合理期待的国内措施，不能脱离历

史贡献、发展阶段与现实资源而整齐划一。 国际法院据此认为，国家自主贡献并非完全自由裁量，其内容需

要满足一定法律标准，但不同缔约方的审查尺度会受历史排放、发展水平与国情等因素的影响。⑥ ＩＴＬＯＳ 也

作出相近判断：气候风险的高度可预见性和严重性使尽职标准趋于严格，但其实施仍可依国家能力与可支配

资源而有所差异，即能力更强者应做得更多，能力较弱者也必须尽其所能。⑦ 这表明“严格”并不等于“齐
一”，而是“风险升高条件下的差异化高要求”。

再次，严格尽职义务不能架空气候条约主渠道。 《巴黎协定》已经把透明度、全球盘点和遵约机制设计

为推动雄心递进的主轴，而且这些机制被有意定性为促进性而非惩罚性。 第 １３ 条下的技术专家审评必须以

促进性、非侵入、非惩罚方式进行，并且不得审查一国国家自主贡献的充分性或适当性。⑧ 第 １４ 条下的全球

盘点则只评估“集体进展”，没有聚焦于个别缔约方，其功能是为各国“以国家自主决定的方式”更新行动提

供信息。⑨ 中国向国际法院提交的书面意见也强调，ＵＮＦＣＣＣ 体制是处理气候问题的核心法律框架，“国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Ｓｅ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ＣＪ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２３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５， ｐａｒａ．２９７⁃２９９．
Ｓｅｅ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ｎ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ＴＬＯＳ Ａｄ⁃

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２１ Ｍａｙ ２０２４， ｐａｒａ．３４６⁃３５１， ３６４⁃３６５．
Ｓｅ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ＣＪ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２３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５， ｐａｒａ．２６４⁃２６７， ３０４⁃３０６．
Ｓｅ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ＣＪ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２３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５， ｐａｒａ．２５１⁃２５４．
Ｓ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Ｉｔｓ Ｓｅｖｅｎｔｙ⁃Ｆｉｆ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Ａ ／ ７９ ／ １０， ２０２４，

ｐ．１５２⁃１５３．
Ｓｅ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ＣＪ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２３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５， ｐａｒａ．２４６⁃２４９．
Ｓｅｅ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ｎ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ＴＬＯＳ Ａｄ⁃

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２１ Ｍａｙ ２０２４， ｐａｒａ．２４１⁃２４３．
Ｓｅｅ ＵＮＦＣＣ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１８ ／ ＣＭＡ．１—Ｍｏｄａｌｉｔｉｅｓ，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ｉ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ＣＣＣ ／ ＰＡ ／ ＣＭＡ ／ ２０１８ ／ ３ ／ Ａｄｄ．２， １９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 Ａｎｎｅｘ， ｐａｒａ．１４７⁃１４９．
Ｓｅｅ ＵＮＦＣＣ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１９ ／ ＣＭＡ．１—Ｍａｔｔｅｒ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ｓ ９９⁃１０１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１ ／ ＣＰ．２１， ＦＣ⁃

ＣＣ ／ ＰＡ ／ ＣＭＡ ／ ２０１８ ／ ３ ／ Ａｄｄ．２， １９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 ｐａｒａ．１４．



第 ２ 期 郑晨骏：气候变化背景下尽职义务严格化的规范结构与适用边界 ８１　　　

自主决定”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方法，其他法域规则不宜改变这一制度平衡。① 因此，一般国际法、海洋法

或人权法可以补强审查基准，却不宜被用来替代谈判形成的减缓分工、支持安排和程序节奏。
最后，司法审查的限度应被定位为“校正”而非“代管”。 既然国家仍保有对能源结构、产业转型、财政分

配和技术路径的选择空间，则国际性法庭或国内法院更适合审查的是，国家是否正面回应科学证据、是否说

明明显偏离条约目标的理由、是否建立可执行制度并持续更新，而不是自行改变国家碳预算、设定具体减排

配额，或直接指定某一技术路线。② 这种克制并非退让，而是为了避免把严格尽职义务误用为超越制度能力

的全面政策审判。 有关研究指出，气候司法更适合作为对政策执行与法律解释的监督和说理机制，而非对气

候治理方案的整体替代。③ 因此，本文所界定的适用边界可以概括为：在行为义务属性内提高审查密度，在
能力差异下校准义务强度，在气候条约主渠道中落实透明、盘点与遵约，并以有限司法审查防止国家以“自
主决定”为名稀释其应尽的严格努力。

五、严格化趋势对中国的挑战与中国因应

气候尽职义务严格化趋势对中国具有双重意义。 一方面，其可能在国际司法层面强化对国家气候行动

的审查，从而对中国坚持气候条约主渠道、维护发展中国家身份和防止“责任绝对化”提出新的解释压力。
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形成双碳目标、碳市场监管、气候适应、海洋协同和南南合作等制度基础，说明中国并非

拒绝严格尽职义务，而是主张严格化应当在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国家能力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体系内展开。 因此，中国应在坚持官方立场的同时回应国际司法新趋势。
（一）气候条约主渠道、发展中国家身份与责任边界

严格化趋势给中国带来规范解释层面的挑战。 两项咨询意见可能推动气候义务从政治承诺走向更高密

度的法律审查，也可能使温室气体排放、国家能力、发展阶段和责任边界在国际司法中被重新解释。 因此，中
国官方立场的意义不只是表达态度，而是在严格化趋势中维护气候条约主渠道、发展中国家身份和责任边界。

中国在两项咨询程序及外交表述中形成的核心立场，并非否认国际法对气候问题的规制功能，而是坚持

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作为识别国家义务的主渠道。 ２０２３ 年中国在联大“国际法院的报告”议
题下明确表示，气候变化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应对气候变化“要以国际气候变化法

为主，其他领域的国际法为辅”；④在提交国际法院的书面意见中，中国又将这一判断概括为国际气候变化法

在温室气体控制问题上具有基础和首要地位，其他部门法只能依协调解释和体系整合原则发挥补充作用。⑤

向海洋法法庭提交的书面意见亦明确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渠道。⑥ 这一

主张并非政策口号，而有条约基础：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２ 条、第 ３ 条到《巴黎协定》第 ２ 条第 ２
款、第 ３ 条和第 ４ 条，现行制度始终以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及逐步

提高力度为基本结构。 因此，中国强调的不是豁免责任，而是反对绕开条约制度，把差异化、渐进性和国家能

力这些法律参数，压缩为统一的结果义务或绝对责任。
基于这一制度理解，中国同时反对对气候变化作简单“污染化”处理。 在国际法院书面意见中，中国承

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可以在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相容的范围内补充适用于海

洋气候风险，但明确反对把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直接等同于“海洋环境污染”，理由是该定性缺乏共识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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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明哲：《司法如何参与气候治理———比较法视角下的观察》，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第 １８⁃１９ 页。
参见《中国代表、外交部条法司司长马新民在第 ７８ 届联大“国际法院的报告”议题下的发言》，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网站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ｈｉｎａ⁃ｍｉｓｓｉｏｎ．ｇｏｖ．ｃｎ ／ ｃｈｎ ／ ｚｇｙｌｈｇ ／ ｆｌｙｔｙ ／ ｌｄｌｗｊｈ ／ ２０２３１０ ／ ｔ２０２３１０２８＿１１１６９８８１．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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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０３２２⁃ｗｒｉ⁃１９⁃００⁃ｅｎ．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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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而且《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并未把温室气体排放本身设定为一般意义上的非法行为。① 这

一保留与中国在 ２０２４ 年气候变化年度报告中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２９ 次缔约方大会的官方

主张一致：如果曲解《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确立的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尊重国

家自主决定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安排，气候多边进程就会失去对话基础。② 同样地，中国反对把损失与损害机

制直接等同于赔偿机制或将气候法律后果“责任绝对化”。 其向国际法院提交的书面意见指出，《巴黎协定》
下的合规和损失与损害安排本质上具有促进履约、合作和援助支持的制度属性，既不以国家责任为前提，也
不以赔偿为中心；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的决定④及《巴黎协定》第 １５ 条第 ２ 款的非对

抗、非惩罚性合规设计，也为这一理解提供了文本依据。 相关研究亦指出，气候损失与损害的制度重心更接

近全面风险管理，而非传统环境损害责任与赔偿逻辑。⑤ 这为后文中国制度回应奠定前提。
（二）中国履行气候尽职义务的实践基础

为有效回应规范挑战，有必要说明中国实践如何对应严格尽职义务中的目标承诺、监管执行、风险预防

和“气候—海洋”协同要求，从而实现行为义务的可说明、可审查、可验证。
中国履行气候尽职义务并非从零起步。 在目标承诺层面，中国已经把《巴黎协定》下编制、通报并保持

国家自主贡献的要求转化为可核验的国内外承诺：２０２１ 年更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明确 ２０３０ 年前碳达峰、
２０６０ 年前碳中和，以及碳强度、非化石能源占比、森林蓄积量和风光装机等量化指标；⑥２０２４ 年底又按期提

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双年透明度报告》，将减缓、适应和透明度履约纳入统一报告框架。 从

更长时段看，相关研究已指出，中国气候治理逐步形成由发展目标、规划约束、部门政策和市场工具共同支撑

的实施链条。⑦ 这意味着，中国在国际法上所面对的，并不是抽象的“应否作为”问题，而是如何证明既有承

诺已经被持续转化为国内行动的问题。
在监管执行层面，上述承诺已被持续细化为可操作的国内措施。 国务院《２０３０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第

三部分“重点任务”将目标落实为能源、工业、城乡建设、交通、循环经济、科技创新和碳汇提升等“十大行

动”。 ２０２４ 年生效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进一步把配额分配、排放报告与核查、交易监管和法律责

任上升为行政法规。⑧ 《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２０２４）》显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覆盖 ２ ２５７ 家重点排

放单位、年覆盖约 ５１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并通过月度存证、三级联审和闭环整改提升数据质量。⑨ 同年实施

的《火电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试行）》，又把温室气体评价嵌入项目环评源头

管控，使目标承诺、市场约束与项目审查首尾衔接。 就尽职义务而言，这种“目标—核算—交易—监督—源

头审查”的链条，正是行为义务可验证性的核心。
在适应与海洋协同层面，中国的实践基础同样较为清晰。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２０３５》第三节专门部

署了监测预警、风险评估、海洋与海岸带防灾和生态修复，明确要求提升海洋生态碳汇能力并缓解海洋酸化、
缺氧等风险。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２０２４ 年度报告》进一步显示，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底已有 ２９ 个

省级行动方案出台，３９ 个市（区）被列为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海岸带和沿海生态系统适应能力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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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增强，红树林营造也已被纳入首批方法学。① 有实证研究表明，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能够显著提升城市韧

性。② 因此，就严格尽职义务而言，中国已经具备从目标设定、监管执行到风险适应和海洋协同的实践基础。
后续问题不在于“是否已有行动”，而在于如何把这些行动进一步法治化和链条化。

（三）中国应对尽职义务严格化的制度方案

面对严格化趋势，仅有原则性立场和既有政策实践仍然不够。 中国需将这些实践进一步制度化，使其能

够在国际法和国内法层面证明国家已经采取了与风险、能力和国际规则相匹配的行动。 就中国而言，对尽职

义务“严格化”的可行回应，不是另起一套超越行为义务的责任体系，而是把国际法上的高强度行为审查内

化为国内法上的稳定规范。 国际法院在气候咨询意见中明确指出，国家须建立包括立法、行政程序、执法与

监测机制在内的国家体系，并以此规制公私主体活动。③ 据此，中国更稳妥的路径，是构建总则法典化、专项

规则精细化、部门标准持续更新的三层结构。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简称《生态环境法典》）
统领绿色低碳发展、气候影响评价和信息公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与相关碳市场规则承接双控、计
量、交易与履约，再以标准和配套规范持续校正技术门槛。④ 在此框架内，待条件成熟时再推进综合性气候

变化专门立法，将国家自主贡献、适应行动、能力建设和私主体减排义务转化为更稳定的国内法规则。⑤

风险审查链条应从目标设定一直延伸到项目准入、运营监管和事后纠偏。 前端，可将碳排放双控、能源

转型和区域减污降碳要求同步嵌入能源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及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并通过规划实施评估与调

整机制形成滚动校正。⑥ 中端，可依托《生态环境法典》关于规划环评、建设项目环评和温室气体生态环境影

响评价的规定，把公众参与、专家审查和信息公开嵌入高排放、高锁定项目的准入环节，使气候风险在“上项

目”之前就被识别和过滤。⑦ 后端，则要以《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为基本执法框架，将排放数据质量

控制、核查、清缴、现场检查和虚假数据处罚制度化；并依据 ２０２５ 年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把关键参数

存证、交易风险预警、数据质量全过程监管及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连接成完整闭环。⑧

可验证履行是严格尽职义务能够被证明“已经尽到”的关键。 《巴黎协定》强化透明度框架强调“清晰

性”和“进展跟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双年透明度报告》亦明确系依《巴黎协定》强化透明度

框架模式、程序和指南编制。⑨ 因此，国内制度不应只停留于目标宣示，而应同步建立温室气体核算、核查、
监测和适应评估的统一标准体系，并与企业温室气体信息披露、产品碳足迹规则、第三方鉴证和社会查询平

台衔接。􀃊􀁉􀁒 如此，未来无论面对国际审查还是国内司法、准司法审查，所检验的都不应是国家是否保证任何

气候损害绝不发生，而是其是否已经形成可以持续核验的“目标—措施—数据—更新—问责”履约链条；中
国对尽职义务严格化的制度回应，也应当以此种可核查、可说明、可更新的法治能力来体现。 这样，中国的回

应就不只是立场表达，而是以国内制度建设支持国际立场，以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在能力范围内同样能够承

担严格、持续和负责任的气候尽职义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参见《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２０２４ 年度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网站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ｅｅ．ｇｏｖ．
ｃｎ ／ ｙｗｇｚ ／ ｙｄｑｈｂｈ ／ ｗｓｑｔｋｚ ／ ２０２４１１ ／ Ｗ０２０２４１１０６６８５０５４０１４０９８．ｐｄｆ。

参见张卓群、姚鸣奇、郑艳：《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政策对城市韧性的影响》，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第 １ 页。
Ｓｅ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ＣＪ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２３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５， ｐａｒａ．２８２， ４２８．
参见《生态环境法典》第 ８２、１３７⁃１４５ 条；《生态环境部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通知》。
参见于文轩、胡泽弘：《“双碳”目标下的法律政策协同与法制因应———基于法政策学的视角》，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２ 年

第 ４ 期，第 ５７、６０⁃６１ 页。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第 ５、２０、３５、３９ 条。
参见《生态环境法典》第 ８２、１３７⁃１４５ 条。
参见《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 １１⁃１８、２１⁃２５ 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

的意见》，第（九）至（十六）项。
Ｓｅｅ ＵＮＦＣＣ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１８ ／ ＣＭＡ．１—Ｍｏｄａｌｉｔｉｅｓ，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ｉ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ＣＣＣ ／ ＰＡ ／ ＣＭＡ ／ ２０１８ ／ ３ ／ Ａｄｄ．２， １９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 Ａｎｎｅｘ， ｐａｒａ．１， １０（ｂ）， １４７⁃１４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
化第一次双年透明度报告》，载 ＵＮＦＣＣＣ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ｆｃｃｃ．ｉｎｔ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双年透明
度报告．ｐｄｆ。

参见《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有关负责人就〈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标准体系建设方案〉答记者问》，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网站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３０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ｅｅ．ｇｏｖ．ｃｎ ／ ｙｗｄｔ ／ ｚｂｆｔ ／ ２０２５０５ ／ ｔ２０２５０５３０＿１１２０４５３．ｓｈｔｍｌ；《生态环境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中国人民银
行办公厅、金融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促进企业温室气体信息自愿披露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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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气候变化没有也不应当把尽职义务改造成严格责任或绝对结果责任，但它已经使一般合理努力标准难

以承担应对重大气候风险的规范功能。 可在普通努力与绝对责任之间寻找一种既更具约束力、又不破坏行

为义务结构的中间方案。 尽职义务的基本结构表明，国家义务的核心从来不是保证损害绝不发生，而是对可

预见风险建立合理、有效和持续运行的监管体系；气候变化的特殊性，只是将这种行为审查推向更高强度。
ＩＴＬＯＳ 与国际法院两项气候变化咨询意见表明，国际司法机构正在通过不同路径推动气候尽职义务严

格化。 前者从海洋环境保护义务切入，后者从气候变化专门法、一般国际法、海洋法和人权法的综合适用展

开，二者共同确认，气候义务不宜被简单“结果化”，但国家也不能以抽象目标、一般政策或合作参与证明已

经尽职。 这一趋势在提升气候义务可审查性的同时，还可能导致气候风险被简单“污染化”、行为义务被事

实性“结果化”，或者司法机关过度评价国家政策选择。 风险加权审查标准由此提出：以重大、严重、累积或

不可逆风险的可预见性作为启动门槛，以科学基准、国内措施、执行机制、环境影响评价、监测更新和合作支

助作为审查结构，并以国家能力、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气候条约主渠道和司法审查限度作为边界。
对中国而言，严格化趋势既带来了规范解释压力，也提供了制度表达空间。 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和《巴黎协定》的主渠道地位，反对将温室气体排放简单“污染化”、“结果化”或“责任绝对化”，并不意

味着拒绝严格尽职义务；相反，它要求严格化必须在公平、发展阶段、国家能力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下展

开。 中国已经形成“双碳”目标、碳市场监管、气候适应、海洋协同和南南合作等实践基础，下一步的关键，是
把这些实践进一步转化为法治化、链条化、数据化和可验证的履行体系。 由此，严格尽职义务不应成为气候

治理中的惩罚性工具，而应成为连接主权责任、发展公平与风险预防的中间规范形态。 中国应以制度建设支

撑国际立场，以可验证的行为义务履行实践参与全球气候法治的规则塑造。

Ｓｔｒｉｎｇｅｎｔ Ｄｕｅ 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ＺＨＥＮＧ Ｃｈｅｎｊｕ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Ｇｏｎｇｓ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００１８，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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